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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专家 1 的审稿意见及修改说明 

意见 1：显然文章并非首次提出社会规范的范畴对第三方惩罚具有调节作用。然而，在“引

言”部分却鲜有有关社会规范和第三方惩罚研究的必要回顾，因此我们不太清楚文章的三个

研究目的（同时分别对应三个实验）在哪些地方超越了以往研究。同时在三个实验的“结果

与讨论”以及“总讨论”部分，也没有与相关研究加以对比。因此，我相信无论是审稿人还是

读者，都会产生以下疑惑：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哪些进一步的新发现。除非作者

阐述清楚这个问题，否则无法评判三个实验的结果。一些相关文献包括但不限于：（1）Lois 

& Wessa, 2019, Creating sanctioning norms in the labs: The influence of descriptive norms in 

third-party punishment, Social Influence；（2）Rupp & Bell, 2010, Extending the denotic model of 

justice: Moral self-regulation in third-party responses to injustice, Business Ethics Qualrterly；（3）

陈思静，何铨 & 马剑虹，2015，第三方惩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基于社会规范激活的解释，

心理学报。 

修改说明 1：感谢专家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诚如您所言，本文并非首

个从社会规范角度来探讨第三方惩罚的研究，现有文献已从不同角度探索了社会规范与第三

方惩罚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如 Bicchieri 等（2018）和 Fehr 和 Williams

（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惩罚必须与相应的规范结合才能提高受罚者的合作水平；陈思静等

（2015）也将社会规范与第三方惩罚结合了起来，并指出第三方惩罚本身即是一种社会规范

激活的过程；此外，专家所补充的文献 Lois 和 Wessa（2019）也描述了当第三方惩罚和描

述性规范传达了不一致的信息时后者对前者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都强调了第三方惩罚促进

合作中不仅有“经济效应”（降低受罚者的报酬），也存在“规范效应”（提示受罚者存在有

关合作的规范），换言之，第三方惩罚对合作的促进并非仅仅因为其改变了违规者的收益结

构，还因为其提示了相应的社会规范。但由于在主流研究中第三方惩罚总是改变了违规者的

收益，因此我们仍然不清楚惩罚的这两种效应是什么关系：是独立起作用还是相互依赖？就



本文作者所知，目前尚无研究考察过这一问题。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将有关第三方惩罚的研究

推进一步，并回答以下问题：当第三方惩罚不足以影响违规者的收益时，是否还能有效地促

进合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说明规范效应并非需要经济效应为前提，而是第三方惩罚

的一种独立作用，这对现有研究的结论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就我们所知，目前应该还没有研

究把惩罚的经济效应和规范效应通过实验进行区分，而本文的第一个创新点就在于通过排除

第三方惩罚的经济效应而为其纯粹的规范效应提供了明确的实证证据：即使第三方惩罚无法

降低违规收益，依然能提高违规者的合作水平。这正是本文实验 1 的主旨所在。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实验 1 第三方惩罚的规范效应这个视角出发进一步发现了

惩罚提升合作的两种溢出效应。如果第三方惩罚的规范效应仅仅体现在了“受罚者本人在某

个特定场景下的合作规范被激活了从而提高了合作水平”，那么我们又陷入了类似用经济角

度去解释第三方惩罚作用的困境：如果必须通过惩罚对每个个体在每个场景下进行规范提示，

那么社会运行成本会极高，第三方惩罚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基于上述逻辑，我们推测第

三方惩罚的规范提示作用可能存在溢出效应并通过两个实验检验了这个推测：曾经受罚的个

体在没有惩罚机制的新情境下是否依然表现出积极的合作行为（纵向溢出效应，实验 2）？

以及，旁观而没有亲身经历惩罚的个体是否会在缺乏惩罚机制的情境中表现出合作行为（横

向溢出效应，实验 3）？实验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推测，即确实存在第三方惩罚的两种溢出效

应。和先前文献相比，这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长时间（纵向溢出效应）、大规模（横向溢

出效应）的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比较了为什么基于

规范激活的溢出效应观点比基于经济学观点的威慑观点（Gintis & Fehr, 2012）能更好地解释

第三方惩罚对人类社会广泛合作的维系作用。据本文作者所知，本文首次基于社会规范激活

的角度提出了第三方惩罚的两种溢出效应，并以此探讨了维持人类社会广泛合作的一种潜在

机制。这是本文的第二个创新点。 

 第三，由于社会规范在心理学文献中通常被分为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Cialdini et al., 

1991），因此我们在实验 2 和 3 中分别检验了两种规范在中介惩罚与合作关系中的机制，并

基于现有文献中的相关理论对两种规范机制的异同进行了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第三方惩罚

通过激活社会规范而影响合作行为的机制的理解，从而为现有文献提供了有益补充。这是本

文的第三个创新点。 

 由于我们在行文上存在一定纰漏，没能在前言、讨论和总讨论中清楚地阐述上述问题，

从而无法很好地体现出本文的几个创新点，专家的建议启发了我们对整篇文章在该领域知识

结构中意义和作用的反思，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重新撰写了前言、3 个实验的讨论和总讨



论，从而使表述更为清楚。由于修改部分较多，不便在这里赘述，烦请专家参看正文标蓝部

分，并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意见 2：对应于中文摘要也存在以上提及的问题：关于文章从事了什么研究、为什么进行该

研究、以及如何进行的该研究的目的性描述不清楚。摘要尽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叙述，避

免介绍未定义的概念（例如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尽量使用一些一般性易理解的术语

---尽管作者对于该领域较为熟悉，但并不意味着潜在的读者也知晓这些术语。与此同时，在

结果方面的描述也不明确，不清楚本研究在哪些方面有新的发现。此外，也需要简要地概括

本研究结果在哪些方面有可能的应用，或者至少是介绍研究结果的意义。为什么读者应该对

这些结果产生一定的兴趣？总而言之，摘要应该重新再修改清楚。 

修改说明 2：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根据您的建议重写了摘要，突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

主要发现和这些发现的理论意义，并改正了您所说的专业术语过多的问题。修改后的摘要如

下： 

 第三方惩罚对合作的维系可能来自其经济功能，即惩罚降低了违规收益；但也有学者认

为其规范激活功能同样重要。然而，由于先前研究没有区分惩罚的这两种功能，因而未能回

答：当惩罚不足以影响违规收益时，是否还能有效促进合作？通过操作违规的不同收益，实

验结果显示，即使违规收益大于被惩罚的损失，第三方惩罚依然能抑制自利行为并提升合作。

这表明惩罚的规范激活功能并非以经济功能为前提。后两个实验进一步证实惩罚对合作的促

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规范激活来实现的，并且存在两种溢出效应：惩罚激活了社会规范，

并抑制了曾经的违规者（纵向溢出效应）和旁观者（横向溢出效应）在新博弈情境下的自私

行为，尽管在新情境下并不存在惩罚机制。对基于规范激活的溢出效应的发现补充了文献中

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解释，并为理解人类社会长时间、大规模的合作提供了新视角。 

 

意见 3:英文摘要：应该避免缩写（例如“don’t”）；第三段的首句话太长。 

修改说明 3：感谢专家的指正，我们遵循您的意见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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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2 的审稿意见及修改说明 

文章行文规范，思路清晰；实验设计完善、3 个实验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具有一定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改善。 

 

意见 1：文章的三个理论贡献建议在引言部分和讨论部分进一步明确和呼应论证； 

修改说明 1：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对本文大有裨益。我们遵循您的建议，重新撰

写了前言、3 个实验的讨论部分以及总讨论，突出了本研究所关注的 4 个研究问题。在前言

中，我们详细论证了是如何提出这 4 个问题的，而在实验讨论与总讨论中，我们又对这 4

个研究问题进行了回应，并探讨了我们的新发现在现有文献知识结构中的作用与意义，从而

使整个文章的脉络更加清楚。修改部分较多，烦请专家参看前言、讨论与总讨论中标蓝文字。 

 

意见 2：需要进一步阐述实验 2 中独裁者博弈中的（1）和（2）加权平均数为何可以代表两

种社会规范的水平。即需补充这两种中介变量的操纵性定义。 

修改说明 2：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这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表达本文观点。遵循您的意见，

我们在原文中补充了有关描述性和命令性规范激活水平的操作定义和文献来源。修改后文字

如下（位于正文 3.2 部分第 2 段）： 

我们用 1）和 2）项数字来计算被试在博弈中描述性和命令性规范的激活水平。现有文

献中研究者常使用被试对某个行为（态度）在人群中普遍程度的百分比估计来表示其描述性

（命令性）规范的激活水平（Voisin et al., 2016），如 Bicchieri 和 Xiao（2009）以及 Chen 等

（2020）在独裁者博弈中，让被试估计分配（认为应该分配）不同金额（10, 20, … 50）的

个体分别占多大比例，以此计算分配（认为应该分配）金额的加权平均值，并以此来代表被



试的描述性（命令性）规范的激活水平。和上述操作类似，在实验 2 中我们用 1）和 2）这

两项各自的加权平均值分别作为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激活水平的操作定义。 

 

意见 3：采用 PROCESS 分析时需具体说明使用哪一 Model 进行中介分析。 

修改说明 3：感谢专家指出的问题，我们已在正文中补充说明了我们采用的是 PROCESS 插

件中的 Model 4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正文中修改如下（位于正文 3.3 部分第 2 段）：“因此我

们使用 Preacher 和 Hayes（2004）所开发 PROCESS3.5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Model 4）。” 

 

意见 4：实验 2 中介结果呈现部分：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因为描述性规范中介的效应量大

于命令性规范中介，就得出“描述性规范的作用更大”的结论，只有通过进一步差异检验才能

证明。可以说描述性规范的效应量大于命令性规范。 

修改说明 4：感谢专家的审慎阅读，您的严谨使我们受益良多。原文中这一表述确实不够严

谨，针对该问题我们首先修改了正文中的表述，其次我们根据您的建议进一步检验了两种规

范中介作用的差异，并将该结果报告在正文中。具体修改如下（位于正文 3.3 部分第 2 段）： 

两种规范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77.20%，其中描述性规范的间接效应占 53.08%，命令

性规范占 24.12%（图 3），并且两种规范间接效应的大小差异不显著（BootSE = 0.09，BootLLCI 

= -0.006，BootULCI = 0.304）。 

 

意见5：实验 3中实验操纵是否改变了中介变量的水平，即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的水平？

建议在做中介分析之前补充自变量影响中介变量的分析。 

修改说明 5：感谢专家的中肯建议，我们针对这一问题首先补充说明了关于实验组与对照组

两种规范差异的 t 检验结果，在正文中增加了对该结果的说明如下（位于正文 4.3 部分第 2

段）： 

违规组被试的描述性规范（M = 3.37，SD = 2.20）显著高于规范组（M = 2.98，SD = 1.89）

（t = 2.30，p = 0.023，d = 0.36，95%C.I. = [0.06，0.73]），违规组被试的命令性规范（M = 4.97，

SD = 2.77）也显著高于规范组（M = 4.18，SD = 2.51）（t = 3.32，p = 0.001，d = 0.52，95%C.I. 

= [0.32，0.1.27]），这说明被试合作行为的提高有可能是由于旁观惩罚而激活了两种社会规

范。 

 



意见 6：实验 3 结果中描述性规范中介效用显著，而命令性规范中介效用不显著，与实验 2

结果不同。作者在这里的描述：“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实验 2 的结果，即惩罚通过

激活人们的社会规范来提升他们的合作水平”是不恰当的。另外，也不能说“实验 2 和 3 的结

果均显示描述性规范对合作的作用高于命令性规范”，因为命令性规范中介效用并不显著，

不存在中介效用。作者应对为什么实验 3 中命令性规范中介效用不显著、以及实验 2 和实验

3 之间的差异进行讨论，建议补充。 

修改说明 6：再一次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这确实提升了本文在表述上的严谨性。我们根据

您的意见，修改了这部分的文字表述，并增加了对结果的讨论，包括为什么实验 3 中命令性

规范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以及实验 2 和 3 之间的异同。修改文字如下（位于正文 4.3 部分第

3 段）： 

比较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这两条路径，我们看到实验操作确实同时激活了这两种规

范，对两种规范在实验操作前后的平均数差异检验也验证了这一点，两者间的差别主要体现

在激活后的描述性规范提升了被试的合作水平，但命令性规范却未能起到类似作用。对上述

结果的一种解释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受到描述性规范的影响（陈思静等 , 2015; 

Cialdini et al., 1991），因为描述性规范涉及的是事实判断（人们是怎么做的？），而命令性规

范涉及价值判断（人们认为应该怎么做？），个体对事实判断的信息处理速度要高于对价值

判断的处理（Deutsch & Gerard, 1955）。进一步比较实验 2 和 3 的结果，可以看到一个明显

的差异是在实验 2 中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无显著差异，尽管单纯

从数字上来看，前者的效应略高于后者，而在实验 3 中描述性规范的中介作用显著，命令性

规范不显著，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两个实验中被试的个人卷入度（personal involvement）

有所不同：在实验 2 中，被试在第一阶段亲身经历了惩罚，而在实验 3 中被试仅仅旁观了他

人受罚，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被试在实验 2 中的个人卷入度更高。Petty 和 Cacioppo（1986）

指出，当个人卷入度较高时，命令性规范对行为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观点可以解释实验 2

和 3 的差异：由于实验 2 中被试的卷入度更高，因此命令性规范对合作行为的作用也就更为

明显，而在实验 3 中低个人卷入度导致命令性规范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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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 3 的审稿意见及修改说明 

修改意见：总体来说，该研究通过三个实证研究，并且三个研究都采集了较大的样本量，

论证了第三方惩罚作为规范提示作用能够促进非亲缘关系间的群体合作。基于社会规范的角

度也为研究第三方惩罚是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意见 1：摘要在表述完相应的研究结果之后，应该再用一句话总结出文章所得到的更深层次

的结论。 

修改说明 1：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重新撰写了摘要，并根据您的建议在摘要最后增加

了总结性的讨论。修改后的摘要如下： 

 第三方惩罚对合作的维系可能来自其经济功能，即惩罚降低了违规收益；但也有学者认

为其规范激活功能同样重要。然而，由于先前研究没有区分惩罚的这两种功能，因而未能回

答：当惩罚不足以影响违规收益时，是否还能有效促进合作？通过操作违规的不同收益，实

验结果显示，即使违规收益大于被惩罚的损失，第三方惩罚依然能抑制自利行为并提升合作。

这表明惩罚的规范激活功能并非以经济功能为前提。后两个实验进一步证实惩罚对合作的促

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规范激活来实现的，并且存在两种溢出效应：惩罚激活了社会规范，

并抑制了曾经的违规者（纵向溢出效应）和旁观者（横向溢出效应）在新博弈情境下的自私

行为，尽管在新情境下并不存在惩罚机制。对基于规范激活的溢出效应的发现补充了文献中

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解释，并为理解人类社会长时间、大规模的合作提供了新视角。 

 

意见 2：在引言当中，在提出纯粹经济人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第三方惩罚对违规作用的抑制作

用是，提到一个研究是“当惩罚动机具有明显的自利特征时，惩罚不仅无法有效抑制违规行

为，反而导致合作水平的下降。”这个地方表述不大明朗，可以再清楚阐述惩罚动机的自利



特征，以及这种动机如何改变了违规者的收益结构但却没有促进合作。这样更好能与下文进

行链接。 

修改说明 2：感谢专家富有建设性意见，我们重新阅读了这部分文字，发现我们的说明确实

不够清楚，所以我们对这一部分进行了重新表述，并举例说明了受罚者对惩罚动机的感知是

如何影响合作的。修改后文字如下（位于正文前言部分第 2 段）： 

 先前有研究者发现惩罚者的动机显著影响了惩罚的作用（谢东杰, 苏彦捷, 2019; Raihani 

& Bshary, 2015），如 Rand, Dreber, Ellingsen, Fudenberg 和 Nowak（2009）指出，惩罚是否被

认为合理可以极大地影响受罚者的反应；而 Fehr 和 Rockenbach（2003）也注意到，当惩罚

被认为是出于恶意（比如惩罚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尽管惩罚能显著降低违规收益

（减少的金额等于初始金额的 40%），但受罚的违规者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结果

恰恰相反，其合作水平明显下降了。如果惩罚促进合作主要是由于其降低了违规收益，那么

上述发现便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意见 3：引言部分分别提出了三个研究目的。是否可以增加一段总结的段落，言简意赅的阐

明这三个研究之间内在联系。 

修改说明 3：感谢专家的中肯意见，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在前言部分补充了一个段落，从总

体上概括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补充的文字如下（位于正文前言部分第 5 段）： 

概括而言，本文拟从社会规范的视角来解释第三方惩罚对合作的影响机制：我们认为规

范激活是第三方惩罚的一种独立功能，即便无法降低违规收益，第三方惩罚依然可以抑制（促

进）个体的违规（合作）行为（实验 1），同时，这一效应还溢出到了缺乏惩罚机制的新场

景中（实验 2）和目睹惩罚行为的旁观者上（实验 3）。此外，我们还检验了两种规范在上述

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实验 2 和 3），并讨论了新发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意见 4：关于实验二，用被试估计的“从 0-10 选择一个整数代表自己愿意分配给接受者的金

额”来作为被试在独裁者博弈中被试的合作水平，对此表示有点疑问，这里的独裁者任务似

乎并没有涉及到合作，因为接受方并没有自主权力。更多的可能体现的被试的公平性。作者

应该解释为什么可以利用独裁者博弈任务来反应被试的合作。 

意见 7：关于实验三，类似的，让被试“假设自己为分配者，从 0-10 选择一个整数代表自己

愿意分配给接受者的金额”何以能够代表被试合作水平？请阐述。 



修改说明 4和 7：由于专家所提出的第 4 和第 7 点意见都集中在同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对上

述意见统一进行说明。首先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使我们受益颇多。对上述问题的

忽略确实是我们的疏漏之处，我们希望在这里做一点补充说明。合作（cooperation）一词在

社会科学和生物学中具有丰富多彩的定义，而《科学》杂志尽管在 2005 年提出了包括合作

在内的 25 个决定未来研究方向的重大问题（Kennedy & Norman, 2005），但并没有对合作下

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有关合作，一个较为常见的定义是“个体付出成本以使他人受益的

行为”（e.g., 韦倩等, 2019; Nowak, 2006; Rand, 2016）。黄少安和张苏（2013）在考察了现有

文献中有关合作的多个定义后也指出“合作是自己付出成本 c，向其他人或者公共品提供价

值为 b 的贡献的行为”。这个定义包括了本文在两种实验范式下被试的行为：在公共物品博

弈中（实验 1），合作表现为个体付出代币从而增加资金池（公共物品）的行为，而在独裁

者博弈中（实验 2 和 3），合作表现为独裁者向接受者分配金额而使后者受益的行为。现有

文献也有大量的例子可以佐证上述观点，如 Haselhuhn 和 Mellers（2005）以及 Raihani 和

Bshary（2012）都将独裁者博弈中独裁者分配金额的行为称之为 cooperate, cooperation 或

cooperative behavior。基于上述文献，我们认为用独裁者的分配金额来测量被试的合作水平

还是符合学界规范的。为了更清楚地体现我们的观点，我们遵循专家的意见，在原文中补充

了有关合作的定义，从而方便读者理解合作在本文中合作的准确含义。补充文字如下（位于

正文 3.2 部分第 2 段）： 

 根据黄少安和张苏（2013）对合作所下定义：合作是自己付出成本而使其他人或者公共

物品受益的行为，我们用上述 3）和 4）项数字分别表示被试在两种博弈情形下的合作水平

（在独裁者博弈中，合作意味着使对方受益；而在公共物品博弈总，合作意味着自己的行为

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产出），数字越大表示合作水平越高。 

 

意见 5：实验二的研究结果中提到了使用 Bootstrap 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这与一般的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有所不同，那么选用这个方法的依据和理由是什么？这种检验手段的优势

在哪里？作者应对此进行解释。 

修改说明 5：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报告前增加了对选用

Bootstrap 方法的简要说明（位于正文 3.3 部分第 2 段）： 

需要说明的是，有研究者指出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计算系数乘积的

置信区间比 Sobel 法得到的置信区间更精确（方杰, 张敏强, 2012;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因此我们使用 Preacher 和 Hayes（2004）所开发 PROCESS3.5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Model 

4）。 

 

意见 6：关于对实验二结果的讨论，前面提到“人们内化了这种合作规范并直觉性地将之应

用到不同的情境中去”，后面又说在新的情境下会引发“有意识的理性思考“，这里有矛盾冲

突之意，作者这里应该再仔细阐述一下，这里是指在相似的情形下，引发的是直觉性反应，

而在相异的情形下才引发的理性思考吗？ 

修改说明 6：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严谨极大地提高了本文的写作质量。在原文中，根

据 Rand 等（2014）所提出的社会启发法假说，我们提出“人们内化了这种合作规范并直觉

性地将之应用到不同的情境中去”，这里的“不同的情境”我们本意是指“各种情境”而不是“不

相同的情境”，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表达的意思是：人们内化了合作规范并将这种规范运用

在了各类场景中，但随着场景的相异程度提高，人们有意识思考的程度也会有所增加，而这

种有意识的思考恰好阻碍了人们的合作行为。但正如专家所言，由于我们的疏忽，这部分表

述确实存在让人误解的地方。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这一部分的文字进行了重新表述，修改

后文字如下（位于正文 3.3 部分第 4 段）： 

 上述结果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惩罚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惩罚通过激活社会规

范所带来的合作提升效果虽然可以跨情境迁移，但不同情境下提升效果比相同情境低。这一

结果可以通过 Rand 等（2014）所提出的社会启发法假说（social heuristics hypothesis）得到

解释：真实生活中个体间的互动往往是非匿名的和重复博弈的（Dreber et al., 2008; Rand et al., 

2016），从长远来看合作是更有利的博弈策略，长此以往，人们内化了这种合作规范并直觉

性地将之应用到各种情境中去，但新情境的不同会激发个体的有意识思考，而通过这种思考

人们会发现对自身利益而言在新的情境中合作未必是最佳选择（Peysakhovich & Rand, 2016），

换言之，理性思考会抑制个体在新情境中的合作行为。 

 

意见 8：关于总讨论，作者的分析和讨论有一定的深度，把研究结果和现实意义紧密结合。

有一点建议是如果作者在研究意义的第一段，提出“惩罚的道德合法性是惩罚发挥积极做作

用的必要条件”的阐述之后，能够结合自己的研究，说明该研究当中的惩罚是如何符合社会

规范等的讨论，也能更好的阐明该研究的发现如何更能解释前任的研究发现。 



修改说明 8：感谢专家对我们的肯定，同时专家的建议也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根据您的意

见，联系以往文献补充了有关论述，从而使我们的讨论更加丰满。补充文字如下（位于正文

5.1 部分第 2 段）： 

 上述观点的一个推论是如果惩罚完全不具备经济功能，那么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

惩罚的不合理动机（如惩罚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相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实验 1 的结

果，我们应该能观察到这类惩罚对合作同样具有促进作用。事实上，确实有研究者注意到，

面对违规行为，他人的言语责备（也有学者将言语责备称为社会惩罚或道德惩罚）就能起到

类似的作用（Noussair & Tucker, 2005），而无需对违规者造成具体的金钱或物质损失，甚至

比以降低经济收益为目标的惩罚效果更好（Wu, Balliet, & van Lange, 2016）。实验 1 的结果

可以解释上述现象：尽管言语责备并未改变惩罚的收益，但和第三方惩罚类似，言语责备起

到了提示违规者存在某种规范的作用，同时言语责备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为自身牟利的非法

动机，从而有效地降低了违规者的自私行为。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言语责备的作用同样可

以从经济角度来解释，比如 van den Berg, Molleman 和 Weissing（2012）认为成本表现为多

种形式，言语责备尽管未必会提高违规行为的金钱成本，但可能提高了违规者在人际关系方

面的成本，因此实际上依然减少了违规者的收益。然而，实验室环境中的言语责备往往程度

较轻，如“我认为你的分配方案不公平”（Nelissen & Mulder, 2013）或“某某人只关心自己”

等（崔丽莹等, 2017），且经常发生在匿名环境中（陈思静, 徐烨超, 2020），因而似乎很难认

为匿名状态下上述言语能对违规者的人际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实验 1

的结果可以更好地解释言语责备对合作的提升作用。 

 

意见 9：关于表 2，表 2 的内容中关于有两个变量，M1 和 M2，都是合作行为。则这两个因

变量有什么区别吗？文中没有明确解释，以至于难以完全理解实验 2 的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 

修改说明 9：感谢专家指出的问题，文中对于中介作用的说明确实缺少了自变量到两个中介

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中介检验结果的表格中补充了自变量（惩罚）对

两个中介变量（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如表 2 所示，并在正文中

增加了对该结果的说明（位于正文 3.3 部分第 2 段）：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M1和 M2中惩罚对两种规范都有显著的影响。与 M3 相比，M4在

引入两种规范后 R
2增加了 0.24，意味着引入两种规范能解释合作行为变异的 24%。 

 

 



表 2 中介效应的检验 

变量 

M1 

（描述性规范） 

M2 

（命令性规范） 

M3 

（合作行为） 

M4 

（合作行为） 

系数 SE 系数 SE 系数 SE 系数 SE 

常数 1.87*** 0.51 2.57*** 0.63 1.38* 0.66 -0.17 0.62 

惩罚 0.97** 0.32 1.53*** 0.40 1.08** 0.42 0.25 0.39 

描述性规范       0.59*** 0.08 

命令性规范       0.17* 0.07 

模型 
R2 MSE R2 MSE R2 MSE R2 MSE 

0.048 4.72 0.076 7.17 0.037 2.79 0.278 5.905 

注：括号内为因变量，*** p < 0.001，**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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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专家 1 的审稿意见及修改说明 

文章对理论的交代和结果的分析教之前有了进一步地改善。但请作者再进一步就以下两

个问题进行解释： 

 

意见 1：中文摘要：有关研究目的的描述比以前清楚了，但有关实验设计及其结果的叙述显

得太过简略。能否按照常规的心理学论文摘要，描述清楚比如被试数量、不同实验操纵在结

果上的不同等一些必要的信息。 

修改说明 1：感谢专家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已经遵循您的建议重写了摘要，新摘要如下： 

当惩罚不足以影响违规收益时，是否还能有效促进合作？实验一（N = 252）操作了违

规的不同收益，相比于对照组，尽管存在第三方惩罚，高收益组的违规收益仍较高。然而，

高收益组的合作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说明即使第三方惩罚无法降低违规收益，依然能抑

制自利行为。实验二（N = 179）中相较于在第一阶段中未受惩罚的违规者，受罚的违规者

在新博弈中表现出了更高的合作水平。2（是否旁观惩罚）×2（旁观前后）设计的实验三（N 

= 179）结果显示，旁观惩罚后被试的合作水平显著高于其它几种条件。在实验二、三中，

社会规范在惩罚与合作间均起中介作用。这进一步证实惩罚对合作的促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

过规范激活来实现的，并且存在两种溢出效应：惩罚激活了社会规范，并抑制了曾经的违规

者（纵向溢出效应）和旁观者（横向溢出效应）在新博弈情境下的自私行为，尽管在新情境



下并不存在惩罚机制。对基于规范激活的溢出效应的发现补充了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

解释，并为理解人类社会长时间、大规模的合作提供了新视角。 

 

意见 2：描述性和命令性社会规范实验操纵的有效性：我同意专家 2 提出的，有关作为中介

变量的这两种规范的操纵性定义的意见，亦即分别以被试“估计分配”和“认为应该分配”

的金额的加权平均代表这两种规范，缺乏充分的依据。虽然文章增加了 Bicchieri & Xiao 

(2009)、Voisin et al. (2016)和 Chen et al. (2020)文献试图作为该操纵的依据，然而前两个文献

并没有如文章所言“让被试估计分配（认为应该分配）不同金额（10, 20, … 50）的个体分

别占多大比例，以此计算分配（认为应该分配）金额的加权平均值，并以此来代表被试的描

述性（命令性）规范的激活水平”（p. 23）。 

修改说明 2：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严谨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重新阅读了我们所引用

的文献，确实存在不够严谨的地方。我们按照您的意见对这部分文字进行了重写，现说明如

下。首先，就本文作者所知，关于社会规范感知的测量，目前在社会心理学文献中有三种比

较常见的方式：1）被试估计某一人群中实施（赞同实施）某一行为的人数比例，如 Bicchieri 

& Xiao（2009）、Clapp 等（2003）、Sood 等（2020）以及 Voisin 等（2016）均采用了这种方

式去估计被试的社会规范激活水平；2）采用 Likert 量表形式让被试对有关行为普遍性的陈

述做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评估，典型的表述如“我周围大多数人在流感期间

积极采取了防护行为”，Liao 等（2019）和 Sparks 等（2014）的研究均属于这一类；3）第

三种也正是本文所采用的方式相对较为少见，我们主要参考了 Chen 等（2020）的方法，这

种方法同时考虑了比例与权重，信息的利用也较充分，因此我们在考虑因变量的操作定义时

主要参考了这种方法。但正如专家指出，这种方式采用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方法的有效性

似乎还需更多后续研究的支持。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我们借鉴了经济学领域中常见的一种稳

健性分析方法，即采用结果变量的另一种操作定义来检验不同测量方式下结论是否有质的差

异（e. g., 杜勇等, 2019; 孔东民等, 2017; Crouzet & Mehrotra, 2020），如果两种方法得出了相

似的结果，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的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具体而言，我们在修改稿中重新引入了上述测量社会规范的第一种也是最普遍的方式，

即让被试估计某个行为的普遍程度。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有关合作的社会规范，因此我们在

实验中要求被试估计做出了合作行为（将 7、8、9 或 10 代币分配给接受者）的分配者的百

分比，以此作为规范激活水平的第二种操作定义，并采用这种操作定义对文章中原有结论进

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无论采用第一种操作定义（加权平均）还是第二种（百分比估



计），我们都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增加的文字主要展现在正文 3.2 部分第 3 段、3.3 部分第 2

段和第 4 段、4.2 部分第 2 段、4.3 部分第 4 段中标绿文字。由于修改部分较多且较为分散，

不便在这里赘述，烦请专家移步正文审阅。 

 最后，我们补充说明下我们采用何种标准来判断某个分配方案是否为合作行为。先前有

相当文献表明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什么样的分配方案算是违规/合作有高度稳定的看

法，即分配给对方的金额约小于 30%是一种违规行为（Csukly et al., 2011, Fehr & Fischbacher, 

2003），且有学者认为这种在划分标准上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Wallace et al., 

2007）。以初始金额（20 代币）30%计算，6 代币为分界点，也就是说高于 6 代币的分配方

案可被认为是一种合作行为，因此我们选择分配 7、8、9 和 10 代币作为合作行为的操作定

义。 

 再次感谢您的意见，这对提升本文写作质量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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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2 的审稿意见及修改说明 

经过第一轮修改后，文章在研究问题引出、整体逻辑和结果讨论部分均有提高，但仍存

在部分问题需要修改。 

 

意见 1：引言部分，建议将 4 个研究问题单独列出，不要放在段落中；或者以实验假设的方

式单独列出，让读者能够快速了解本研究的科学问题。 

修改说明 1：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遵循您的建议，对前言的部分文字进行了重新表述，

并把本文的 4 个主要研究问题单独列出，以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修改部

分在正文前言部分以标绿文字展示。 

 

意见 2：实验 1：对于实验实施过程的阐述不清晰。如投入和收益部分：“投入 10 代币（合

作）只能给自己带来 5 代币的收益，净损失为 5 代币”，但这个情况只发生在别人都不投入

的情况下，而不是在其他人投入的情况下发生，文章阐述不清晰可能导致读者混淆。此外，

对于实验组设置，在实验设计和过程中为：3（对照组、高收益组和低收益组）；结果部分却

阐述为“低成本组”、“高成本组”和控制组（图 1）。是怎么样的对应关系？请作者修改。 

修改说明 2：感谢专家的细心阅读与及时提醒。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疏忽，在第一轮修改中

由于前后表述不统一而造成了混淆。我们在这里简单说明下：在本研究中，高成本意味着违

规者需要为自己的违规行为支付较高的成本，因而违规收益较低，所以“高成本组”和“低

收益组”是同一个东西，“低成本组”和“高收益组”同理。但诚如专家所言，前后表述不

一可能会给读者造成混淆，因此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对相关部分都进行了修改，统一表述为“高

收益组”和“低收益组”。 

 

意见 3：对于实验 1 中的“第三方惩罚”实验操纵存在疑问。根据先前文献：“第三方惩罚

中实施惩罚的被试是不参与博弈的第三方, 其利益不相关的，因此这种惩罚并不是出于个人

利益的考虑(Fehr & Gächter, 2002)”。而本文实验 1 中第三方的设置为：参加博弈的被试可以

惩罚没有遵守规则的成员，即惩罚者本身就是利益获得者，其他成员的不投入会直接导致其

收益减少。因此可能存在对不遵守规则成员的报复性惩罚，实验操纵与第三方惩罚的概念不

符，请作者斟酌。 



修改说明 3：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疏忽，由于本文重点在于研究 2 和

3，因此在写作时我们主要在关注后两个实验中被试的行为，导致我们忽视了实验 1 中的设

置，犯下了概念混淆的错误。您的建议对我们是一个及时的警醒，为了弥补这个疏漏，我们

在 12 月初收到您的意见反馈后，立刻招募了新被试重做了实验 1。在新的实验 1 中，被试

被分成了两类。参与者：这类被试参与公共物品博弈；执行者：这类被试不参与公共物品博

弈，但可选择对违规者实施惩罚，惩罚成本由执行者承担，并直接和其实验报酬挂钩。这一

设置使得新实验中的惩罚成为了一种明确的第三方惩罚，因为违规行为并不影响执行者的收

益。由于我们重写了整个研究 1，修改后文字较多，不便在这里赘述，烦请专家移步正文重

新审阅。再次感谢您的费心阅读和宝贵建议，这对我们的研究大有助益！ 

 

意见 4：在写作上: 文章存在大段陈诉的现象，部分段落冗长。如实验设计部分，建议可适

当分段并增加小标题，明确每个测量过程的目的，使得实验操纵更加清晰明确。同时一些较

长的操纵依据可作为脚注，避免正文拖沓（如 p.23 两种规范选取的依据）。 

修改说明 4：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已按照您的建议对有关段落进行了重新表述，必要的地

方增加了小标题，从而使文字更为清晰简洁，并在适当的地方增加了若干脚注。由于修改部

分较为分散，为了避免啰嗦，我们不再这里一一罗列，烦请专家移步正文审阅。 

………………………………………………………………………………………………………………………… 

专家 3 的审稿意见及修改说明 

作者对于所给出的修改意见都逐一做出了认真和详尽的修改，在根据意见修改过后，本

研究的行文逻辑和研究思路都更加清晰。同意该文章进行发表。 

回复：感谢专家对本文的肯定，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 

第三轮 

专家 1 的审稿意见及修改说明 

相比三个实验和总讨论部分，文章在摘要和前言部分的写作上上下文逻辑和概念交代的

不清晰。具体有以下几点： 

 

意见 1：中文摘要的表述还是不清楚：首先，在阐述三个实验之前，作者仅用“当惩罚不足

以影响违规收益时，是否还能有效促进合作？”作为理论铺垫的介绍，显得非常不充分。其

次，没有交代清楚（1）实验一中的高收益组和对照组之间在收益方面的区别；（2）实验二



的有关设计（例如“第一阶段”所指为何、什么原因造成受罚的违规者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

平、以什么来衡量合作水平等）；（3）实验三的其他几种条件指什么？（4）所谓“规范激活”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以及惩罚具体激活了什么“社会规范”？总之，摘要需要表达简明，避

免笼统及含糊。 

修改说明 1：感谢专家审慎的阅读，您的严谨细致让我们受益良多！原文摘要的确存在上述

问题。我们根据您的意见逐条核对并修改了摘要，力求清晰地呈现出研究的主要结论。修改

后的摘要如下： 

第三方惩罚对合作的维系可能来自其经济功能，即惩罚降低了违规收益；但也有学者认为其

规范提示功能同样重要——通过唤起个体的社会规范来提升合作。然而，由于先前研究没有

区分惩罚的这两种功能，因而未能回答：当惩罚不足以影响违规收益时，是否还能有效促进

合作？实验一（N = 252）操作了违规的不同收益，高收益组被试选择违规的预期收益总是

大于等于无第三方的对照组，但高收益组的合作水平却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说明即使第三方

惩罚无法降低违规收益，依然能抑制自利行为。实验二（N = 179）中相较于在第一阶段有

第三方的独裁者博弈中未受惩罚的违规者，受罚的违规者在第二阶段无第三方的独裁者博弈

中分配给对方的代币和公共物品博弈中投入公共账户的代币均表现出了更高的水平。中介模

型检验显示，惩罚通过提升描述性和命令性规范有效促进了被试的合作水平。2（是否旁观

惩罚）×2（旁观前后）设计的实验三（N = 179）显示，旁观惩罚后被试的合作水平显著高

于旁观前，也高于未旁观惩罚的被试。与实验二类似，社会规范在惩罚与合作间也有显著的

中介作用。这进一步证实惩罚对合作的促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规范激活来实现的，并且存

在两种溢出效应：按照社会规范聚焦理论，惩罚使合作的社会规范成为了被试当前的“焦点”，

并抑制了曾经的违规者（纵向溢出效应）和旁观者（横向溢出效应）在新博弈情境下的自私

行为，尽管在新情境下并不存在惩罚机制。这两种溢出效应的发现补充了文献中占主导地位

的经济学解释，并为理解人类社会长时间、大规模的合作提供了新视角。 

 

意见 2：前言部分第一段提到了“大量学者探讨了第三方惩罚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和“而我

们注意到，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基于规范视角的研究是相对缺席的”，这两个表述似乎是自

相矛盾。此外，这里所指的“规范”的用词太模糊。 

修改说明 2：感谢专家的细心阅读和宝贵建议。我们在表述上的疏忽确实给读者造成一种矛

盾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做一简要解释。先前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探讨了社会规范与惩罚的

关系，但大部分着眼于社会规范在第三方惩罚促进合作中的调节作用，如Bicchieri 等（2018）、



Fehr 和 Williams（2018）以及 Lois 和 Wessa（2019）均属于这一类型的研究，分别考察了社

会规范的存在与否或社会规范的不同方式对惩罚-合作关系的影响；而在后面句子中，我们

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社会规范在惩罚-合作中的作用：我们认为，惩罚促进合作主要通

过两个途径：1）改变违规行为的收益结构；2）激活违规者有关合作的社会规范。换言之，

我们更多的是从中介作用的角度来探讨社会规范的作用。在这方面，基于规范视角的研究确

实相对少见。陈思静等（2015）从社会规范激活的角度来理解第三方惩罚，从而为本文的研

究思路提供了理论启发，但由于该研究未能分离惩罚两种作用：改变收益结构和激活社会规

范，因此，本文希望在控制违规者收益结构的基础上将我们对社会规范激活在惩罚-合作关

系中中介作用的理解推进一步。其次，您提出“规范”一词过于模糊，我们同意您的说法，

并作了如下修改：1）补充了社会规范的有关定义；2）补充说明了在本文中规范指的是有关

合作的社会规范，但为了避免行文啰嗦，我们在有些地方就直接表述为规范。我们希望通过

上述修改能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本文内容。有关专家的上述两点意见，我们在正文中做了相

应修改，但由于修改内容较为分散，不便在这里赘述，烦请专家移步正文“前言”部分第 1

段和第 3 段中标橙文字。 

 

意见 3：前言部分第三段提到了实验 1 的目的是“考察惩罚的规范效应”，以期为社会规范

聚焦理论解释第三方惩罚提供证据。这里没有交代清楚什么是惩罚的规范效应，以及两者之

间的关系。 

修改说明 3：感谢专家的意见，您的严谨极大地提高了本文的写作质量！我们根据您的建议，

在正文中简要地补充说明了惩罚的规范效应，同时也阐述了检验规范效应与验证社会规范聚

焦理论之间的关系。修改后文字如下（位于正文前言第 3 段）： 

然而，在先前研究中第三方惩罚通常改变了违规者的收益结构，这意味着先前研究者未

能严格区分第三方惩罚的两种功能：通过降低违规收益来提升合作（惩罚的经济效应）以及

通过激活社会规范来提升合作（惩罚的规范效应）。本文拟在这方面为现有文献提供有益补

充，具体而言，本文将于实验 1 中在控制违规者收益的情况下检验第三方惩罚的规范激活功

能。如果实验结果显示，尽管惩罚并未降低违规者的收益，但受罚的违规者依然表现出了较

高的合作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惩罚的规范效应是一种独立于经济效应

的功能，并且为社会规范聚焦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激活人们的规范就可改变其行为。 

 



意见 4：前言部分仅用一句话介绍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缺少有关这两种规范与第三方

惩罚研究的必要的文献回顾。因而，不清楚文章紧接着提出的，需要探索的研究问题 4 的合

理性。 

修改说明 4：感谢专家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遵循您的建议，重新写了这一部分，较为详

细地解释了两种社会规范的定义和区别，从而更为清楚地引出本文的研究问题 4。修改后文

字如下（位于正文前言第 5 段） 

最后，社会规范作为被群体成员广泛接受并区别于法律规章的行为准则（Cialdini & 

Trost, 1998; Forquesato, 2016），在社会科学文献中通常被区分为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

和命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Cialdini et al., 1991）：前者指的是人们在某一方面的普遍

行为模式，如合作的描述性规范可理解为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合作行为的普遍程度；而后者指

的是人们对某一行为普遍所持赞成或批评的态度，如合作的命令性规范可理解为人们对他人

合作行为的赞成程度。社会规范可显著影响人们的行为，如简化个体的行为决策并在个体面

对复杂、不确定甚至是危险的情境时得到行为上的指引（McDonald & Crandall, 2015）。但需

要说明的是，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两种规范在影响行为中的区别，如 Deutsch 和 Gerard

（1955）指出人们对描述性规范的认知加工速度要高于对命令性规范的加工，因此，描述性

规范通常更容易对行为产生影响；而 Petty 和 Cacioppo（1986）从个人卷入度（personal 

involvement）比较了两种规范对行为的影响，并指出当个人卷入度较高时，命令性规范的作

用更大。就本文而言，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当惩罚通过激活社会规范来影响合作时，惩罚

是激活了其中一种规范还是两种规范都有所激活？如果两种规范都被激活了，那么它们是否

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我们将在实验 2 和 3 中详细探讨这些问题。此外，由于社会规范聚焦

理论的重点考察对象是描述性规范，如果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在惩罚通过激活规范而影响

合作的过程中，命令性规范也被激活并产生了显著影响，那么本文的结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

被视为对这一理论的有益补充。 

 

意见 5：前言部分的文献回顾与主要探索的四个目标之间，尤其是研究问题 4，在阐述过程

中的因果衔接薄弱。 

修改说明 5：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遵循您的建议，对前言相关部分进行了修改，以突

出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个问题的修改部分较为零碎，我们不在这里一一

赘述，烦请专家移步正文前言参考标橙文字。 

 



意见 6：此外，（1）“自检报告”问题 8 提到了实验 1 剔除了 12 名被试数据及其原因，并在

正文 2.3 部分分析了包括和不包括这些剔除被试的两种情况下的统计分析结果。然而，在正

文 2.3 部分并没有相关的结果。（2）阐述清楚实验 1、2 和 3 给被试支付报酬的形式和数量。

（3）de Kwaadsteniet et al. 2017, 2019 在参考文献列表中，应以姓氏的主要部分，即

Kwaadsteniet 进行排序。 

修改说明 6：感谢专家的问题，在文中我们有些地方可能表述不够清楚，因此造成了一些歧

义，我们在这里一一回答您的问题。1）在自检报告中，我们确实提到了在实验 1 我们剔除

了 12 名被试的数据，因为他们未能通过有关实验说明的测试题，而在第一稿中，我们也对

包括和不包括这 12 名被试的样本分别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显示结果无本质差异。但在修改

稿中，由于专家 2 对实验操作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了使本文结果更有说服力，我们根据专家

2 的意见在 12 月重新设计了实验和收集了数据，在新的实验中，所有被试都通过了测试题，

因此，在新的修改稿中并不存在剔除被试的问题。2）我们已按照您的建议，补充说明了实

验报酬，并用橙色文字标出（分别位于正文 2.2 第 2 段、3.2.1 第 1 段和 4.2 第 2 段）。3）我

们已遵循您的意见，重新排列了文献，并用橙色文字标出。再次衷心感谢您的建议，这对提

升本文写作质量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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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2 的审稿意见及修改说明 

作者针对上一稿意见逐一进行了详细认真的修改，重新收取了实验 1 的数据。经过本次

修改，文章的整体逻辑和研究思路都更加清晰，实验设计也更加完善，同意该文章发表。但

是几个小点需要修改。 

 

意见 1：摘要应先简要介绍文章探讨的问题及研究目的，再讲如何解答这个问题，也即每个

实验的内容。现在摘要收入有点突兀，建议补充。 

修改说明 1：首先感谢专家对本文的肯定，这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我们遵循两位专家的建

议，在这一稿中重写了摘要。重写后的摘要如下： 

第三方惩罚对合作的维系可能来自其经济功能，即惩罚降低了违规收益；但也有学者认为其

规范提示功能同样重要——通过唤起个体的社会规范来提升合作。然而，由于先前研究没有

区分惩罚的这两种功能，因而未能回答：当惩罚不足以影响违规收益时，是否还能有效促进

合作？实验一（N = 252）操作了违规的不同收益，高收益组被试选择违规的预期收益总是

大于等于无第三方的对照组，但高收益组的合作水平却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说明即使第三方

惩罚无法降低违规收益，依然能抑制自利行为。实验二（N = 179）中相较于在第一阶段有

第三方的独裁者博弈中未受惩罚的违规者，受罚的违规者在第二阶段无第三方的独裁者博弈

中分配给对方的代币和公共物品博弈中投入公共账户的代币均表现出了更高的水平。中介模

型检验显示，惩罚通过提升描述性和命令性规范有效促进了被试的合作水平。2（是否旁观

惩罚）×2（旁观前后）设计的实验三（N = 179）显示，旁观惩罚后被试的合作水平显著高

于旁观前，也高于未旁观惩罚的被试。与实验二类似，社会规范在惩罚与合作间也有显著的

中介作用。这进一步证实惩罚对合作的促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规范激活来实现的，并且存

在两种溢出效应：按照社会规范聚焦理论，惩罚使合作的社会规范成为了被试当前的“焦点”，

并抑制了曾经的违规者（纵向溢出效应）和旁观者（横向溢出效应）在新博弈情境下的自私

行为，尽管在新情境下并不存在惩罚机制。这两种溢出效应的发现补充了文献中占主导地位

的经济学解释，并为理解人类社会长时间、大规模的合作提供了新视角。 

 



意见 2：格式：结果部分存在部分格式错误，请参照心理学报的要求修改。 

修改说明 2：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已仔细检查全文，并改正了若干呈现格式上的错误。 

——————————————————————————————————————— 

第四轮 

专家 1 的审稿意见： 

经作者本次修改，文章对于摘要和理论铺垫介绍方面的表述更为清晰，建议发表。 

回复：感谢专家对我们的肯定！几位专家的意见让本文的质量有了显著的提升，再次感谢！ 

 

 

编委复审意见：  

意见：文章经过多次修改后效果很好，基本达到发表的水平。但是，在修改的过程中，审稿

人和作者可能都忽视了学报对文章摘要的要求，现在的中英文摘要都过长，尤其是中文的，

超出太多，必须修改。文章的研究结果介绍也可以适度删减，更突出重点。建议作者修改中

英文摘要。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编委专家对文章整体质量的把控！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意见认真修改了中

英文摘要，在文中用紫色标记。 

 

 

主编终审意见：  

文章经过四轮修改质量有明显提高。该研究的实验设计很清晰明了，结果比较可靠。建

议发表。 

回复：非常感谢主编对本文的认可，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